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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王觀堂丙辰（1916）歸國後的著述之宏富，成就

之斐然早為學界矚目，然針對其後期學術的專題研究仍

然有限，對其後期生涯與治學演進之關係的討論至今付

諸闕如。有鑑於此，拙文擬就相關議題加以考索，以揭

示：考察王觀堂這類近代轉型之際學人的生涯與學緣圈

對其學術之影響，可彌補僅聚焦學術著作以闡釋其學術

演進之不足。

一、滬上名流身分之確立

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因供職京師離滬後，觀堂

約有十年時間未再集中寓滬。丙辰歸國，適羅振玉留寓

日本，觀堂面臨獨自一人謀生滬上之處境。幸羅氏早為

其籌劃生計，觀堂之生活不至困苦。1914 年初，羅振玉

因事歸國，已有意為觀堂謀求出路：

 弟在此，與賈人中之有資本者議接續《國學叢

刊》（即前所謂《文學雜誌》之改變），請公任

其事，弟助理之（此時請告小兒等勿宣），月脩

百元左近（與索百二十元，尚未定，大約至少百

元也），與訂一年之約，一年以後，觀其銷行何

如，再行續訂。其詳細辦法，俟面談。此事若

定，雖公可免歲餘衣食之憂，然又不免寫清稿之

勞矣。1

後觀堂應鄒安之邀進入倉聖明智大學辦《學術叢編》

報，而此前羅振玉已與鄒安有過文物往來，則觀堂入倉

聖明智謀生或有羅氏助推。2 受聘倉聖明智不久，觀堂

因不恥姬覺彌為人，擬辭去教職，羅氏望觀堂以學術為

生，特為其陳言利害：

弟所以以此相勸者，辦學報與公平日學術，有益

無損，學堂則是長局。（中略）弟所知，若往昔

楊子安之在廣學會，月謝百番，抗父諸君在商

務，月薪亦百餘番，然每日必犧牲六七點鐘，除

去往復鐘點，人已疲極，不復能修他業，若歲歲

如此，學業終身無增長，況尚須我求童蒙，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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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36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引文括號內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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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倉聖明智大學謀生是觀堂歸國的原因（王國維，《丙辰日記》，收於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5），頁 734）。李績恩曾探討哈園選擇觀堂辦報的原因（李績恩，〈愛儷園夢影錄〉，收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7），但更為現實的原因是王氏曾協助羅振玉創辦《國學叢刊》，有著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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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志，亦不就。前在滬，勸返東寓，則又不忍重

為玉累，故此刻未能再申前請。靜公文章行誼，

並世無雙，夙在長者洞鑒之中，而其狷潔性成，

不欲苟就，同好不能不為代謀。前作書翰怡京

卿，若以纂述校勘為托，必當樂就。玉與翰怡僅

一面，遽作此函，未免唐突，幸長者再為一言，

必可安賢者，想亦長者所樂許也。此事出自鄙

意，尚未告靜公，若翰怡許諾，祈示知，玉再告

靜公也。7

事實上擴大了觀堂的交友圈。而觀堂能於滬上迅速立

足，亦與其作為羅氏在國內的代言人相關。觀堂為羅氏

大量採買古籍、文物：

古書流通處之目，弟未見過，而盧氏《抱經堂

目》則有之。渠有《會稽續志》，求代購。陶心

雲碑帖恐無佳者，茲將單上加○者，請代購，

此逕請與議價可也（恐皆近拓，不值錢），其加

○者，請一檢查，若系舊拓，即購之（但請先示

件示價），其原單上所開《隨常醜奴志》（即《隋

常醜奴墓志》），此弟求之多年尚未得者，若非石

印，請迅代購，因此石久佚也。趙大年卷，前在

上海購之未得者，頌清又托西人名來售，價至千

元。未購成以前（勿告人）當與磨蹉，或與此君

尚有墨緣也。8

檢羅、王往來書札，觀堂為羅氏採購古籍文物之多，數

額之巨，令人嘆服。憑藉羅振玉的財力和人脈優勢，加

之職務緣由，觀堂確有蒐訪古籍文物之需，其與滬上收

藏家之交往，實多有契機。此外，滬上亦居大不易之

所，遺老群體往往需出售藏書以充生計之資，留寓日本

的羅振玉事實上代表著巨大的海外市場，故遺老群體

亦樂與觀堂往來。因頻繁打探文物消息、出席文物展覽

（以下原件破損，少約二十字―編者注）者，

而可決也。3

觀堂終因羅氏勸慰留倉聖明智創辦《學術叢編》，學報以

刊印古書為重要內容，羅振玉即將大量藏書借予付印，

以支持其工作。如云：

茲檢徐星伯從《永樂大典》殘本輯本《經世大

典 》《 馬 政 》 一 冊，《 沈 館 錄 》 三 冊（ 高 麗 寫

本），《嵩陽石刻》二冊（抄本），《儒林宗派》二

冊（四庫寫本），《專文考略》一冊（稿本），請

屬妥人寫之，勿汙損為荷。以後所用之書（三年

亦敷用），弟親攜交可也。4

此外，羅氏還代哈同採買古籍，無疑有助於觀堂同上司

關係升溫：

 《大藏經》已購就，共一百五十套，目錄一套，

裝一大箱。今日交運送店寄哈同花園姬、鄒兩君

矣。《瑜伽論》則尚未印成，容續寄。5

羅氏諸多努力，皆為觀堂能在哈同花園站穩腳跟。此

外，羅振玉還積極促進觀堂與遺老群體的交往。如勸其

同梁鼎芬交：

節老書來，服公甚至。此老樂善之誠，至可敬，

弟意公當一往見之。此老孤懷清節，亦並世所罕

覯，又頗有收藏，曾有蘇題文竹，頗知名，但未

之見，公何不往觀之乎？ 6

而羅氏贈予遺老之書，又多由觀堂經手，殊為其贏得不

少好感。且羅氏有意為觀堂謀劃生計，如其致函繆荃孫

為觀堂謀事劉承幹處：

頃得靜安來書，言明年辭哈同編報事，海寧聘修

3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71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4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77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5 　 1916 年 3 月末羅福萇致觀堂，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 50。

6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15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7 　 1916 年 12 月 18 日前後羅振玉致繆荃孫，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212。

8 　為便行文，原註有節略。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32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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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16 年 9 月 30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72。

10　 王國維，〈「彊村校詞圖」序〉，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 621-622。

11　 筆者未見龍榆生輯，《彊村校詞圖題詠》，名單披露據孫雨晨，〈清末民初士人的心靈書寫史―朱祖謀「彊村校詞圖」題詠闡

論〉，《美術學報》1（2019.1）：33-39。

12　 參看王欽賢，「羅振玉的學術交流與研究―以流亡日本期間為中心」（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20），頁 60-62。

13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204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1 冊。

14　 1917 年 3 月 23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35-236。

15　 觀堂和羅振玉還是當時為數不多能與英法敦煌學家保持密切聯繫的中國學者，參看賀夢瑩、周霄漢，〈羅振玉致法國漢學家沙畹

未刊書札十四通考釋〉，《文獻》3（2023.5）：170-192；祖豔馥等編著，《史與物―中國學者與法國漢學家論學書札輯注》（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86-131、144-150；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495-497。

宴，觀堂為時人目以名流，而觀堂應亦知悉此事。如云：

尤可笑者，某君謂人，謂彼處印此雜誌，乃為維

揚名。景告以人家得名久矣，不待此雜誌，且此

事本兩相借重云云。9

又，朱彊村亦邀以序其〈校詞圖〉，觀堂〈序〉略云：

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世變，惟以

填詞刊詞自遣，蓋不獨視古之鄉先生矜式遊燕於

其鄉者如天上人，即求如樂天、永叔諸先生退休

之樂，亦不可復得，宜其為斯圖以見意也。夫有

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而為圖以

見意，自先生始。故略序此旨，且以紀世變也。10

自文意觀之，顯系以同輩自居。其時為彊村序文或題詠

之名流尚有沈曾植、葉昌熾、孫德謙、張爾田、胡嗣

瑗、陳三立、楊鍾羲、繆荃孫、鄭孝胥、瞿鴻機、夏敬

觀、黃節、吳昌碩等，11 足見觀堂於滬上學林之地位。

而時人欲與日本漢學家、收藏家相往來，亦多須經

觀堂紹介，如日本漢學家富岡謙藏、內藤湖南等 1917

年來華事。宣統二年（1910），京都大學五教授赴京師

學部考察敦煌寫卷，觀堂因與富岡氏相識。辛亥年末，

羅振玉因富岡氏等之邀流寓京都，觀堂定居京都不久，

即撰詩〈定居京都奉答鈴木豹軒枉贈之作並柬君山湖南

君㧑諸君子〉四首以記此事。寓居日本期間，羅振玉與

富岡氏等多有來往，12 觀堂想亦在側，職是之故，富岡

氏赴滬即拜訪觀堂，而羅氏亦叮囑觀堂多加照顧：

富岡不日赴滬，將訪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

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請公紹介諸人，弟已各致小

物，以尊名贈之矣。13

觀堂也應羅氏之托，陪同富岡氏走訪滬上藏家，據其復

函：

富岡君到後，因語言不便，將一切介紹事，盡由

維辦理，已與之同訪乙老及藝風，昨日並觀徐積

餘藏鏡及銅器。藝亦來徐處與之同訪張石民，觀

諸宋本，星期日約定觀劉翰恰書，則其事了矣。

劉蔥石入京未歸，瞿良士去做議員，故富岡君至

常熟恐不得觀書耳。張石民家有一新興鏡，與

《圖錄》所載者略象而多一句，富岡得其拓本，

甚得意。（中略）乙老與富岡談甚喜，積餘待客

亦周摯，並聞。14

滬上開明之士樂於日本漢學家相交，而觀堂於留日之際

已享負盛譽，自然成為其時溝通中日學界交流的重要橋

樑。

觀堂還因其學術（如敦煌學）頗受學界重視。從

1910 年到 1920 年，在大量日本漢學家奔赴歐美抄錄敦

煌材料時，中國學者除張元濟因公事得訪英法，獲觀部

分敦煌遺書外，幾乎無人直接前往歐美進行相關研究工

作，則羅振玉、王觀堂實為我國對敦煌資料佔有最詳

盡、研究最深入的學者；15 加之，羅氏對於敦煌資料的

整理仍在進行，故國內學人意欲獲取敦煌資料，不能不

訪謁觀堂：

曹君直今年辭鐵路事，在劉聚卿處為之校書，並

為李審言代館。渠頗研究敦煌事，而公至東後所

印之書，未見一種，約至維處觀之。渠亦謂《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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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新錄》求之數年，無知之者也。16

而從觀堂處流通之敦煌資料亦頗為遺老重視，敦煌學如

是，甲骨學想亦如是，則觀堂之為學界仰重可知矣。誠

然，真正奠定觀堂學術宗師地位的，是其此數年先後發

表的一系列具有典範意義的學術論文，然而，倘無觀堂

在學界的隆赫地位，這批新見迭出的論文在學界又能否

引起巨大反響？恐怕將打上不少折扣。

二、�沈門問學與觀堂治學格局之日益
閎闊

自 1915 年與沈曾植始訂交，沈氏可謂觀堂滬上最

重要的學友（羅振玉此數年間先在日本，回國後在天

津），觀堂問學沈氏，對其治學格局之日益閎闊頗有助

益。沈曾植「天才學力並絕等倫」，17 觀堂頗推許其治

學有可借鑑處。如云：

乙老談論須分別觀之，時有得失。得者極精湛，

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孫仲老輩則篤守古

法，無甚出入矣。18

因欽慕沈氏之學，觀堂於著述中多發明沈說，其〈樂詩

考略〉「末條用其說為之闡發」，19〈爾雅草木蟲魚鳥獸

釋例〉「專述乙老口說並與乙老談論之語」，20 觀堂還時

向沈氏請益學問，即使在自身較為專長之領域亦如是，

如請沈曾植研究《高昌壁畫》及《石鼓考釋》等。21 又，

觀堂還代沈氏抄錄詩稿。云：

連日苦寒，硯池皆凍，以火炙之始得作書，而抄

寐叟詩得五十紙。壬癸甲三年詩已畢，已卯詩前

已寫出，嗣擬編壬癸詩為一卷，甲乙詩為一卷，

每卷各得三十餘頁，故己卯詩尚須再錄一過，如

此則與此次所抄一律。22

如此種種，自沈曾植觀之，似以為觀堂有師事之意，故

其對觀堂之提攜亦頗費心。如沈氏欲延以修浙江通志，

觀堂辭云：

維答以哈園現正在議留，彼固不可與共事，然於

研究學問則可由自己所好者為之；若《通志》則

因素無研究，又範圍太廣。現彼處尚在維縶，是

以或從緩議。23

而沈氏力邀之，並詳為指導：

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疏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

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中略）若山川諸

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征則

詳，無征蓋闕，著之端簡，標為義例，無不可

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

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志不可

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

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

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仿史表例為

大事表，以舉其綱；仿紀事本末為大事錄，以詳

其目。（中略）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

類，前人記載，事賾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

備。以古准今，則裘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

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敘之，亦《國語》

16　 1916 年 10 月 28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86。

17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15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18　 1916 年 12 月 14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8。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

京：中華書局，2015），頁 706-708。

19　 1916 年 12 月 14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8。

20　 1916 年 12 月 20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10。

21　 1916 年 9 月 9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61。

22　 1917 年 1 月 5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20。

23　 1916 年 12 月 18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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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紐》之遺意也。24

餘如名物、學術等有關事項，沈曾植亦多有提點，此舉

無疑深裨於觀堂之學術格局。治古學一道，前輩之引領

向不可或缺，而觀堂周邊始終有深耕相關領域之宿耆。

其治詞學有吳昌綬點撥，治版本目錄得繆荃孫啟迪，治

古器物賴羅振玉提攜。流寓日本期間，觀堂的治學規模

逐步奠定，其精慎的治學風格也得以形成；歸國旅滬期

間，與沈曾植之切磋使觀堂治學愈發注重根柢（小學），

其治學格局因以愈發閎闊。其因沈氏之教導，觀堂學問

進展迅猛，尤以聲韻及西北史地之學成績斐然。25 據觀

堂致勞乃宣函：

國維去歲正月自日本歸滬，為英人哈同君編纂

《學術叢編》雜誌，幸能不廢舊業。比年研究古

韻，覺此事自段、孔後至王石臞、江晉三兩家殆

已完成。因思繼錢竹汀、陳蘭圃之業，研究古代

字母，自六朝反切、漢人聲讀以上溯三代。負此

宏願，未易遽償，堪為長者告者，惟此而已。26

觀堂數年間以研究古字母為志，無疑受到沈曾植影響。

可由沈氏復函推知：

承詢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韻考》已得

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

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為類隔者，在前世皆音

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為音和之雙聲。昔

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過此以往，未易可言，

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27

觀堂治聲韻，頗重視材料之考證，如〈書巴黎國民圖書

館所藏唐寫本切韻〉詳考陸法言事蹟，〈書吳縣蔣氏藏唐

寫本唐韻後〉考寫本為孫愐唐韻，〈李周切韻〉之考李周

其人等；又重材料之搜羅、分類。如云：

前日輯寫古金文之有韻者三十餘器及石鼓文，為

〈周代金石文韻讀〉一卷。向來古韻材料，只有

《毛詩》《楚辭》、群經、諸子，此卻為自來論韻者

所未及。然其結果，不能出諸家研究所得之外。28

觀堂每有所得，輒與沈曾植相磋商，其於聲韻一道之造

詣日臻高妙。至於觀堂治西北史地學頗受沈曾植所啟，

本為定論，近來卻有作翻案文章者，似據觀堂「開始有

意識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的時間

節點正好是在 1919 年，他的所有涉及西北史地研究的論

文、著作幾乎全部寫於本年之後」，29 而推定觀堂的學術

轉向直接受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

與其結論〉影響。此說實非，觀堂後期學術轉向主要為

材料限制所致：

王國維寫出〈殷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

論〉以後，在甲骨學的研究上就沒有更大的突

破。比如甲骨的綴合、斷代等不再有更深入的研

究。這裏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因為王國維研究

甲骨學，主要依據羅振玉、哈同所藏甲骨片，待

將這些甲骨片初步研究以後，成果發表了，此後

再沒有見到新的資料，研究也就不再繼續下去，

而轉向了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30

觀堂治上古史諸文皆作於 1917 年，至次年 11 月觀堂寫

定《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後，甲骨之學不再成為

羅、王往來論學中的重點，取而代之以敦煌學、聲韻學

24　 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 323-324。許全勝謂此函作於 1916 年 1 月 2 日，然由文意推斷，則

觀堂應已入通志館也。

25　 觀堂的魏石經研究、《水經注》研究也受到沈曾植啟發，參看程克雅，〈王國維魏三體石經古文參斠合證方法探究〉，《傳統中國研

究集刊》6（2009.6）：368-388。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713。

26　 1917 年 12 月 11 日觀堂致勞乃宣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490。

27　 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 325。

28　 1917 年 7 月 23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52。

29　 胡章龍，〈王國維譯伯希和講稿史事考―兼論王國維晚年的學術轉向契機〉，《歷史教學問題》5（2024.10）：44-50、60、179。

30　  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匯與王國維學術成就》（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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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換言之，即使觀堂並未讀到伯希和文，其學術轉向

仍將持續推進。另外，論者但言觀堂寫作〈九姓回鶻可

汗碑跋〉綜合多種史料，卻不言沈曾植導夫先路，誠令

人困惑。沈曾植〈唐□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

可汗聖文神武碑跋〉云：

此碑在喀喇庫魯木城中，喀喇庫魯木即元世之哈

喇和林，《唐書·回鶻傳》之回鶻城，《會要》

所謂「常居北山以比長安」者，《遼史·太宗本

紀 》 之 古 回 鶻 城，《 元 史· 巴 爾 術 阿 爾 忒 的 斤

傳》之別力跛力，皆一地也。碑文殘闕，文無首

尾，亦無年號歲月，不能知為何時所立，以文中

所述諸汗事蹟考之，當在真元中。31

沈跋並考得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之身分，而此

文之主要觀點與考證法，幾乎全為觀堂〈九姓回鶻可汗

碑跋〉繼承，特考證更為充分。此外，觀堂考證西北史

地多用聲韻學，亦為清中葉來此學之傳統，32 顯亦得自

沈氏指點。又，據觀堂所言：

前沈先生跋此碑時，僅據前三段及第七、八段，

今得通讀全碑，自有前跋所不能盡者。先生因命

書其後。凡前跋所已詳者，茲不贅焉。33

「命書其後」幾可坐實觀堂與沈氏在西北史地學上的師

生之誼。而觀堂在清華園所撰《蒙古史料校注四種》之

三—《蒙韃備錄》、《黑靼事略》、《長春真人西遊記》均

經沈曾植校注，足見沈氏對觀堂後期學術路徑之引領作

31　沈曾植，《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8），頁 132。 

32　 可參郭麗萍，《絕域與絕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156-158。

33　 王國維，〈九姓回鶻可汗碑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501。

34　 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712-714。 

35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頁 45。

36　 李零，〈絕筆春秋：王國維與清華―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學術講座」的演講〉，《出土文獻》2（2023.6）：130-153。

37　 觀堂於 1916 年 9 月前後已刊印過《大元馬政記》（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68），是時，觀堂正專治三代之學。觀

堂對民族問題的學術興趣，可參看其〈詠史〉（五首其四），陳永正箋注，《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頁 178。關於觀堂治蒙元史的起因，伯希和認為受到「中亞使團帶回了大量的資料」和「蒙古人升允的影響」（伯希和，〈王國

維〉，收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頁 354），戴家祥認為是有感於國人不知「海外學者研究之成果」（戴家祥、王季思，

〈「王國維先生墓碑記」及其他〉，同上書，頁 263）。

38　 1918 年 7 月 30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51。

用。34

三、觀堂後期學術之新變

王氏及門弟子吳其昌曾認為觀堂乙丑年（1925）後

學術面貌為之一變，「專治西北地理史事」，35 需明確，

觀堂治學之新變須待內外因緣具足方能發生，下文以觀

堂治蒙元史始末為例說明這點。

有論者指出，「四裔研究」是觀堂學術版圖的重要

部分，「四裔就是四大邊疆，四大邊疆連著周邊鄰國，

史書列入蠻夷列傳、諸蕃志。這是中國大歷史的另一

半，範圍更大的一塊。漢簡研究、敦煌研究，都跟這一

研究有關」，36 蒙元史不僅對觀堂有著巨大的吸引力，37

甚或就是觀堂學術延伸的不二選擇。

至遲於 1918 年 7 月 30 日，觀堂已涉獵蒙元史研

究。有函云：

鳳老之書脫字、誤字甚多，蓋從草稿寫出，未曾

一校者。其圖亦然。今將已畫之圖與原書一校，

僅校二圖而知二圖中脫字已不止一二，因之其圖

全為無理法。此非得鳳老自校或知算者一校，將

來笑話必滿紙皆是。此書如何辦法，請示為荷。38

觀堂是時校柯劭忞（鳳老）《新元史》應由羅振玉授意。

羅振玉曾與柯劭忞有過學術往來，他為柯劭忞治學提供

大量文獻資料，並資助柯氏出版著作。柯函云：

承示欲助貲刊鄙著《元史》，感戢無似，但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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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當耳！擬脫稿即郵寄公與靜庵閱之，再議剞

劂，今固不敢領此款也。39

當在 1918 年間，柯著脫稿，並付與觀堂校閱。1918 年

11 月 22 日，觀堂開始記錄沈曾植的邊疆史地研究：

（沈曾植—引者）又言其所校注《蠻書》《黑韃事

略》《聖武親征錄》等共約十種，均有標識，而

未詳引書籍，欲寫定之須一歲之力，擬努力為

之。然恐無此事耳。40

此後，在從事敦煌學研究時，觀堂的學術重心逐漸向邊

疆史地傾斜，並於是時獲睹伯希和〈摩尼教考〉。41 據其

致羅振玉函：

伯希和君所撰〈摩尼教考〉所搜集中土書籍材料

略備，因錄出之。中引和林所出回鶻愛登里啰可汗

碑，詢之乙老，乙老出一錄文本相示，校以伯氏

所引，則伯氏所見本校乙老所錄本每行多出二十

餘字。蓋以碑斷為三截，乙老所錄者僅上二截，

而伯氏所見多出下半截。42

法國漢學家對中國邊疆史地文獻之熟稔，對有關材料搜

羅之辛勤，頗令觀堂驚訝。觀堂或因此發願於此學超越

法人，而向沈曾植問學，〈九姓回鶻可汗碑跋〉即是這

一時期的學術產物。1919 年 8 月 15 日，觀堂得見伯希

和之就職演說：

前日在君楚處，見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職演說，

始知近年西人於東方學術之進步。伯君此文，益

將近日發明及研究之結果總括言之，於學術關係

極大。故榊博士為譯之，載諸《藝文雜誌》上。

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語文

字，此發明至為重要。因憶我國古書西域諸國漢

時謂之西胡，自晉宋以後專稱之曰胡，唐人於突

厥及胡分析至嚴。蓋胡者，實自西域西迄波斯之

總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與焉。近來言語

學之發明與古籍吻合，豈非大快歟？維因擬作

〈西胡考〉，將古書所云胡者集為一書，亦快事

也。43

演說為觀堂帶來了不小啟發，然論者云「王國維正是在

讀到伯希和此文的日語譯文後，才有意識地關注到西域

歷史、語言問題，伯希和的這篇講稿應當是其晚年學術

轉向的直接動因」，44 恐言過其實。觀堂西胡諸考所用學

術方法，仍與其先前修學之「分類法」一脈相承。又，

據「因憶」可知觀堂於有關領域已有較為深厚的積澱，

則講演實無左右觀堂治學方向之力也。

觀堂真正轉向邊疆史地研究不早於 1922 年。1922

年 4 月，羅振玉為觀堂介紹漢學界之新發現：

薛博士所贈《樓蘭》，乃薛所發見，作者以德文

記之，恐是德人也。已屬大學諸君先譯一序矣。

昨英國薛博士寄到《樓蘭》一冊，其中斷爛之尺

櫝不少，其書以德文（瑞典）作解釋，當攜交叔

平，遣人譯其序，然後加以考訂。45

羅振玉時任法國博士院考古通信員，46 觀堂也因此與國

際漢學的邊疆史地熱潮發生了緊密聯繫。論者指出觀堂

後期之學「不僅是古今學術的結合點，也是中外學術的

39　 房學惠，〈羅振玉友朋書札〉，《文獻》2（2025.4）：42-56。

40　 1918 年 11 月 22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71。

41　 觀堂這一時期的治學應有受到羅福萇（君楚）影響，見王國維，〈羅君楚傳〉，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603-604。觀堂是於羅福萇處得見伯希和〈摩尼教考〉與「就職演說」的，因羅振玉、觀堂獲法文資料後多先交由羅福萇譯出。

42　 1919 年 7 月 27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90。

43　 1919 年 8 月 17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93。

44　 胡章龍，〈王國維譯伯希和講稿史事考―兼論王國維晚年的學術轉向契機〉，《歷史教學問題》5（2024.10）：44-50、60、179。

45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485、486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46　 1922 年 3 月 21 日羅振玉致觀堂函，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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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點」，他的治學「越來越轉向四大邊疆，轉向蒙古

和中亞」，即是「越來越國際化」，47 這是頗值得注意的。

然需注意，學界的研究動態並非吸引觀堂參與此

學的直接因素，一個重要原因是觀堂並未掌握任何一門

東方語言。真正推動觀堂走向蒙元史研究的，應是內閣

大庫中蒙元史料的發現。1922 年 6 月 22 日，羅振玉致

函觀堂討論有關史料：

弟連日整理內閣史料，竟發見奇籍二種，皆蒙

文，且稿本也（有塗改處。）即此二書，已值萬

三千金。一為西遼史書（二冊），敘述甚詳，知

德宗以前尚有宣宗，改年天復。西遼事實，《遼

史》中至陋，得此書，若譯出，其可貴尚在蒙文

《元秘史》之上。又二冊為《大元例》，其一冊署

第十八，他一冊無漢字書題。他日當先以西法影

照，原本已黴爛，不敢以付譯人也。又有蘇祿國

表文（明代物），夷漢兩文並列，漢文乃譯音，

無一語可解，亦奇物也。此事亦望轉告乙丈，於

煩惱中，為之一笑也。48

新發現的蒙元史料為觀堂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而沈曾

植（乙丈）可能給與的勉勵也對觀堂的學術起步有著不

小促進作用。49 羅振玉又致函云：

庫籍中滿蒙文書為第一，惜無通其文者。前檢

得《遼史》及《西遼史》、《元例》四冊外，頃又

得《大元史書》一本，尚有類似者二三冊，異日

入都，當聘一熟悉精蒙文者來從事移譯，並擬令

（兒輩）受學。50

內閣中的滿蒙文獻數目既多，恰說明了蒙元史大有可

為。不通蒙滿文並不是觀堂的主要障礙，51 在涉足蒙元

史時，觀堂仍沿用他所擅長的治學路徑―立足基本文

獻，重視材料辨析。52 如云：

近研究蒙古初期史料，乃知南宋人偽造許多書

籍，如《征蒙記》等皆宋人所造也。53

因有深諳蒙元史的宿耆為觀堂提供學術指導，其最後一

次治學轉向也得以迅速完成。沈曾植為觀堂 1918-1922

年間最重要的學友，1922 年 11 月，沈曾植辭世，1923

年 5 月前後，觀堂入直南書房，並與柯劭忞保持密切的

學術往來。這份親密離不開羅振玉的助推，羅振玉曾致

函觀堂：

弟大約仍是十二入都，十四出都（以後無要事即

不入都），都中舍公與鳳老外，實無弟三人可共

語，不得已，但有瑞老與楫先耳。54

滬上時期，羅振玉曾勸觀堂與沈曾植相親善，觀堂因師

事沈氏。入直南書房後，同樣因羅振玉的建議，觀堂與

柯劭忞保持密切往來。由於觀堂不喜多談朝政，學術仍

應是柯、王交流的重點。據羅振玉函：

弟所得《元稅籍》，以《元史》考之，如正稅比

附增稅等，及收稅官吏，史皆不詳。茲記其大

略，請公考之，若晤鳳老詢問，尤感。55

47　 李零，〈絕筆春秋：王國維與清華―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學術講座」的演講〉，《出土文獻》2（2023.6）：130-153。

48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490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49　 關於觀堂研究蒙元史地時之心態，可參看 1925 年 10 月 23 日羅振玉致觀堂，1925 年 11 月 15 日觀堂致羅振玉，王慶祥、蕭文立

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648-649。

50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491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51　 雷紹鋒云，少數民族傳難讀之處在於「一、傳主姓名；二、職官名；三、訛誤、缺脫、增衍等」，《王國維讀書生涯》（武漢：長

江文藝出版社，1997），頁 178。

52　 可參看雷紹鋒，《王國維讀書生涯》，頁 234-241。

53　 1926 年 12 月下旬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72。

54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611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55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617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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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觀堂與柯或有師弟之實，可推知也。56 尚需指出，觀

堂治元史，還曾參考大量日本漢學成果，據學者披露，

有「東京大學贈《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一冊」，

「托神田喜一郎在日本代購《成吉思汗實錄》《史學雜誌》

《東洋學報》等」。57 上述書目中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

報告》尤為觀堂重視，《觀堂譯稿》中的〈室韋考〉〈遼

代烏兒敵烈考〉〈韃靼考〉分別譯自《報告》的第一冊、

第二冊、第五冊；《報告》包含邊疆史地研究及少數民族

政權研究，觀堂主要參考其中的蒙元史地部分。58

1925 年，觀堂曾為內藤湖南六十大壽寄贈新作〈西

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59 此文無疑是對日本漢學家箭內

亙所著〈元朝斡耳朵考〉的回應，其〈元朝秘史之主因

亦兒堅考〉更是直言欲於蒙元史領域同東人爭勝。60 觀

堂每一次的學術轉向在趨向冷僻與專深的同時，也愈發

趨向國際學術潮流，則觀堂治學應存為國爭光之意。

四、�北大、清華的國學研究與觀堂之
學術活動

學界皆知，觀堂曾先後同北大、清華開展合作，然

少有人留意，觀堂與北大學人的往來對其清華時期之學

術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7 年 9 月 1 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委託馬衡來

書，欲聘為該校文科教授，觀堂復書婉謝之。61 至 1918

年，北京大學三度禮聘觀堂。1919 年 12 月 9 日，馬衡

首次當選北京大學圖書委員，62 在此後數年與觀堂交往

的過程中，馬氏始終負責北京大學的文獻資料管理。有

論者認為，觀堂與北大保持聯繫考慮到了資料因素：

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之前，學者群體雖然龐

大，學術交流雖在進行，但在交流的方式上更多

的是函札往返、見面討論以及互贈著述等，這

對於學術資訊已趨發達的 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來

說，畢竟聞見有限，眼界不廣。即使當時處於學

術第一線且饒有國際影響的羅、王二人，也同樣

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定居天津

之時，雖然意緒多端，但對中州各地出土文物仍

是非常關注，而當時任職北大的馬衡即在考古資

訊上佔有不少先機，（中略）保此一線關係，自

是於學術大有裨益。63

需指出，觀堂與北京大學的往來，尤其是學術資料方面

的溝通，主要是通過負責相關事務的馬衡完成的，觀堂

因此與馬衡私交甚篤。

56　 Joey Bonner 曾考證觀堂、柯氏、羅氏相約投水事，三人關係之親密可見也。見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6, 279.

57　 彭玉平，〈王國維藏書之來源與批校之書考論―兼釋王國維遺書「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義〉，《文學遺產》6

（2022.11）：156-167。按：《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實由觀堂借自友人處，參看王國維，〈黑車子室韋考〉（謝維揚、房鑫亮

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4 卷，頁 372）。又，北大國學門多次添置日本學術期刊，並獲贈「朝鮮總督府寄來」調查報告（1922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大學日刊》），邀請日本相關學者進行為期一年《朝鮮史》「特別講演」（1922 年 12 月 9 日《北京大學日

刊》），則觀堂求購這些資料，應獲清華國學院支持。

58　 參看《觀堂譯稿》相關篇目編者註，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9 卷，頁 673、684、693。

59　 觀堂 1925 年 10 月致神田喜一郎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96。

60　 王國維，〈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14 卷，頁 338-339。

61　 陳鴻祥，《王國維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1），頁 201。

62　 《北京大學檔案》云：「下午五時臨時會議。（中略）校長提出委員會名單徵求同意。略有修正。修正後全體通過。委員會名單附

後。（中略）（五）圖書委員：顧兆熊（長）、李大釗（當然）、陳世、葉瀚、宋春舫、陳啟修、朱希祖、孫國璋、馬衡。」王學

珍、郭建榮，《北京大學史料》第 2 卷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59。

63　 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頁 74-79）對相

關問題做了詳盡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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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認為馬衡於 1919 年 12 月 31 日邀請觀堂加盟

北京大學，64 函云：

大學講席先生堅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

已。擬俟研究所成立後先聘為通信研究之教授，

不知能得先生同意否？ 65

然是函寒暄云「久疏問候，想起居當安善也」，66 而馬衡

於 1919 年 12 月 22 日曾致觀堂一函，67 系年應有誤，

編者將是函系於 1920 年 12 月 31 日，當是。然馬衡確

於 1919 年即與觀堂就《金石學講義》的修訂往來論學，

這也為二人後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馬衡返校

後，由其促成的北大與觀堂之合作尚有以下數事：

第一，集資刊刻觀堂所校書籍。1921 年末，觀堂校

訂寫定唐寫本《切韻》，因經費問題未能刊印，馬衡受

觀堂托擬請北大同人集股付印此書。此舉直接促成觀堂

與北大之間關係升溫。68

第二，關於內閣大庫檔案的往來。1922 年 5 月上

旬，北洋政府因經費支絀，將教育部轄下的歷史博物館

所藏四分之三的明清內閣檔案售於故紙商，後羅振玉以

三倍的價格購得。消息傳出後，北大國學門學者共同商

議此事。5 月 12 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請將內

檔案撥歸北京大學。5 月 22 日教育部批准北大呈文，同

意北大整理這批檔案。69 而馬衡恰是檔案整理的重要負

責人，觀堂曾致書馬衡詢以有關資料：

雪堂所得內閣故籍，就所檢理者已得聞其大略，

恐非十年之功不能竣事。其大學所得一部，亮正

在檢理，其第一等材料，能略示一二否？ 70

足見觀堂對大庫檔案的珍視，北大保存檔案之舉無疑將

進一步獲得觀堂好感。

第三，觀堂為北大國學門的建設提出建議。1922 年

10 月 14 日，觀堂致函沈兼士：

前日辱手教，並屬提出研究題目，茲就一時鄙見

所及，提出四條。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

代〉二條，其事甚為煩重，非數年之力所能畢

事，姑提出以備一說而已。71

觀堂為北大國學門開列的研究題目，正是日後他在清華

國學院開設的課程。觀堂還建議北大開設滿蒙藏文講座：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

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

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

惟徐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議，

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72

觀堂深知滿蒙藏文研究既為國際漢學界關注的熱門領

域，作為國際性高等學府（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

不能不開設這一講座。73 清華國學院聘請精通東方語言

文字的陳寅恪任教，應有類似考量。

64　 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

65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 25。

66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頁 25。

67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頁 3。

68　 參看觀堂致馬衡諸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44-647。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

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

69　 馬思猛編著，《馬衡年譜長編》（北京：故宮出版社，2020），頁 141-142。

70　 1922 年 8 月 1 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48。

71　 1922 年 10 月 14 日觀堂致沈兼士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85。此函寫作時間與下文致馬衡函同時，故係於同

時。又，觀堂所擬研究題目還刊登於 1922 年 10 月 27 日、1922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大學日刊》，且篇幅數倍於其他教授所擬

者。可見觀堂治學善於總結心得，及其學術範式與新式學制之相契，更可見北大國學門對觀堂之倚重。相關通信後又以〈研究所

國學門關於學術之通信〉為題發表於《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3 號（1923 年）。

72　 1922 年 10 月 14 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50。

73 　 榮新江云：「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包含了多種學科的人材，而且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它的國際性。」（榮新江，《敦煌學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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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22 年 8 月下旬，沈兼士復函觀

堂，告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數、研究專案等事項。74

可以說，觀堂對於北大國學門的運作模式應有瞭解。75 

1926 年，吳宓曾試圖改革清華研究院章程，然未為觀堂

認同。有論者分析：

王國維是大學者，他願意接受聘約到清華任教，

除能開課授徒之外，大學校園靜謐的環境能助他

著書立說。他不想被過多課程打擾。因此，他堅

持研究院「專做高深研究」的定位，對吳宓研究

院「兼辦普通國學」的提議不感興趣也不予支持

也就屬題中之義。76

此說實非。清華研究院主張專題研究亦為北大的運作模

式。朱希祖即認為「過去史學系之課程，弊在全恃教員

之灌注，而無自動的研究，且課程太繁，亦無研究餘

晷」，「現代各國講授史學，半主自動，而不全主他動；

自動須由自己研究參考，他動專重講授灌注。前項課程

即不免偏於他動，全賴灌注」，77 因主張專門研究。較之

吳宓的主張，觀堂無疑更認可北大國學門的運作模式。

此外，馬衡還應北大之請親赴洛陽等處實地考古，

並與此期間發見大量出土文物，馬衡曾圍繞新發見的石

經與觀堂往來論學。78 1924 年後，觀堂雖與北大（國學

門）斷交，然仍與馬衡有著私人往來，如函請其在清室

善後委員會工作之便協查其遺留宮中之私物。79

觀堂在清華時期的不少學術活動，也需聯繫北大

的學科建設經驗，才能得到準確闡釋。如 1925 年暑假

期間，觀堂為學生會邀請向留校學生作公開講演〈最近

二三十年中中國發見之學問〉，時觀堂方入清華未久，故

此一選題應有參考北大學術講座。1922 年 11 月 15 日，

北大召開二十五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出席者：羅惠僑、丁燮林、蕭友梅、李大釗、馬

衡、李四光、蘇甲榮、譚熙鴻等委員，議決紀念

會設學術講演、展覽、遊藝三部。講演的範圍為

最近二十五年來學術史，由各科教授、講師自由

認定擔任。凡校內外願聽講者，先期報名，領取

聽講券。80

馬衡曾為學子講授二十五年來之金石學，觀堂根據自己

的學術專長，以新發見的學問為選題也是題中之義。

另外，觀堂選擇以蒙元史等為研究論題，可能還

參考了當時學報的選題。如 1924-1925 年《學衡》《史

地學報》刊載的相關論文有：鄭鶴聲〈清儒之史地學說

與其事業〉、王桐齡〈介紹柯鳳蓀先生《新元史》〉、張

星烺〈答束世澂君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質疑〉、柳翼

謀〈馬哥孛羅遊記導言序〉、81 鄭鶴聲〈清儒對於「元

史學」之研究〉、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鄭鶴聲

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頁 152）這一選題還可以充分利用我國史書中有關的記載（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

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85-86），不至於陷入資料匱乏的窘境。彭玉平指出該主張與羅振玉

的學術理念亦有關，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955。

74　 馬奔騰整理，《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頁 61。

75　 北大國學門乃至整個北大的日常運作均刊登於《北京大學日刊》，觀堂極易獲知相關事宜。1924 年 8 月 9 日《北京大學日刊》登

載〈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不出數日，觀堂即擬定與北大斷交書。（參看觀堂 1924 年 8 月 10 日致沈兼

士、馬衡函編者註，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90）足證其對《北京大學日刊》的關注。

76　 肖太雲，〈文化神州喪一身：吳宓與王國維的日常交往及精神契通〉，《後學衡》2（2024.1）：111-147。

77　 朱希祖，〈北大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轉引自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頁 96。朱希祖至

遲在 1925 年就有類似主張，同上註，頁 95。

78　 詳參虞萬里，〈王國維與馬衡的石經之緣―以三體石經考釋、復原為中心〉，《出土文獻》3（2020.9）：131-153。

79　 1924 年 12 月 13 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658。

80　 《北京大學日刊》1922 年 11 月 17 日，轉引自馬思猛編著，《馬衡年譜長編》，頁 152。

81　 據蔣復璁云，觀堂曾有「重譯馬哥孛羅遊記，加以考證」的想法，蔣復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收於陳平原、王風

編《追憶王國維》，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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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期刊目錄見沈衛威，《「學衡派」編年文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83　 肖太雲，〈文化神州喪一身：吳宓與王國維的日常交往及精神契通〉，《後學衡》2（2024.1）：111-147。

84　 《觀堂集林》結集於 1923 年，而註 85 所引胡適日記，係其 1922 年所記；且胡適於日記中臧否觀堂之學，將其與羅振玉等學人並

舉，則所談自是《集林》諸文。又，學報是觀堂學術得以迅速傳播的重要因素，而著作的結集無疑更助推了這點；而北大、清華

同人在擴大觀堂學術影響中的作用同樣值得重視。

85　 胡適 1922 年 8 月 28 日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 734。陳以愛（〈胡

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6（2008.12）：105-123、191）認為胡適推崇觀堂或受北大學人影響，事實上，觀

堂在治學上與胡適追慕的那種「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多有相通之處，如重視方法，其稱〈魏石經考〉「前人實罕用此方法，故

所解決之問題實頗不少也」，稱〈毛公鼎考釋〉「研究方法則頗開一生面，尚不失為一小種著述也」，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

記》，頁 137、158。

86　 如顧頡剛贊觀堂治學能「貫以統系」，見其〈悼王靜安先生〉，收於《顧頡剛全集》第 3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71-

272。關於觀堂對傅斯年之影響，參看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為中心〉，收於《近代國家的

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頁 833-880。又，馮勝君對「新證」概念的深入分

析，似跳脫出史學史研究的相關範式，頗予人啟發，馮勝君《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1-7。

87　 持此立場者除前引北大學人外，尚有陳寅恪（見其〈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等；郭沫若更是直言王氏乃「新史學的開山」，郭

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6。

88　 洪國樑，《王國維之經史學》（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即持此立場；姚淦銘則根據程瑤田的治學規模，對觀堂的學術

著作加以分類，見〈論王國維對程瑤田學術的承繼〉，《江淮論壇》6（1994.12）：91-95。觀堂的學術自識可參看其〈沈乙庵先生

七十壽序〉，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618-619。

〈清儒對於元史學之研究（續）〉、柳翼謀〈奴兒幹事

輯〉等，82 以上兩刊皆為「學衡派」所主理，而學衡派

的中流砥柱吳宓不僅時從觀堂問學，還引薦不少學友訪

晤觀堂，83 則觀堂對於學衡派之報刊選題應有瞭解。

結　語

丙辰年春，觀堂由日返滬。在羅振玉的引薦與支持

下，迅速融入滬上學人群體。作為羅振玉在國內學界的

重要代言人，觀堂憑藉羅氏的人脈與財力資源，迅速躋

身學壇名流。在滬七年，觀堂又在沈曾植的指導下，逐

漸形成閎闊的學術格局。當觀堂因缺乏甲骨資料而調整

研究方向時，沈曾植於聲韻學及西北史地領域的指導，

為他開闢學術路徑，發揮了關鍵引領作用。1922 年內

閣大庫中蒙元史料的發現，是真正推動觀堂投身蒙元史

研究的直接契機，而觀堂的學術周邊有深諳蒙元史的宿

耆為其提供指導，是他得以迅速完成學術轉向的重要原

因；在蒙元史研究中，觀堂還有意識與日本漢學家競

爭。馬衡作為北京大學文獻資料的重要負責人，是觀堂

與北大開展合作的關鍵人物。在與馬衡的往來過程中，

觀堂深入瞭解北大的運行機制，其清華時期的許多學術

活動，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北大的經驗模式。觀堂後期治

學仍是個不斷深化之歷程，身分、關係網絡等外部因緣

對其學術演進的影響是顯著的。

在《觀堂集林》結集前，這批先後發表於學報的

系列論文，已頗為學界所重，84 如胡適稱觀堂治學有

「條理系統」，85 推崇其講求方法，顧頡剛、傅斯年等學

界領軍人物，也深受觀堂著作啟發；86 至於觀堂對明治

學界之影響，僅從日本漢學家悼念觀堂之盛狀便可見一

斑。鑒於觀堂之近代學術史貢獻議題所涉甚廣，篇幅為

限，不擬展開，僅陳一見：前輩學者多將觀堂视作纯然

史家，87 然考其治學進路，辛亥東渡日本後，為更好配

合羅振玉的治學，觀堂將治學重心從集部、子部轉移至

經部、史部，倘自「羅王之學」觀之，觀堂的學術底色

更近經師而非史家。88 觀堂既成熟於「新史學」漸次成

型之時期，則自「新史學」視角反觀其學術面向，難免

有所局限；是故，欲在相關研究上有所深化，還需更深

刻地把握近代知識結構轉型的時代語境。


